
第25卷第4期

2025年7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EconomicQuarterly
Vol.25,No.4
July,2025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

张 军 马欣榕 刘志阔*

:本文基于多份统计资料,估算了近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演

变、内部结构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第一,供养人员整体规模持续增长,
但增速放缓;第二,离退休人员占比快速上升,编内人员规模相对稳定,编外人

员显著扩张,主要集中于县区级及以下;第三,尽管人口持续呈现跨地区集聚流

动趋势,供养人员配置调整却相对滞后,导致空间上的结构性错配。因此,财政

供养改革应注重结构优化与区域协调,避免简单统一的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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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和债务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推进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人员经费的控制尤为关键,

2022年其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比例达到27%,呈现出占比高、增速快、刚性

强的典型特征。①因此,管控和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已成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核心

环节。在政策实践中,中央多次强调严控和压减人员编制,明确提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

不增;中西部多地也已启动人口小县机构编制改革试点。②

然而,当前关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学术与政策讨论中,仍普遍缺乏对其规模的全面测

算和特征事实分析。在2009年以前,财政部曾披露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具体规模,但随

着公开数据的缺失,后续研究大多基于有限的调查数据,难以全面反映财政供养人员的

真实规模与分布情况,也无法准确把握该群体对财政支出的具体影响。因此,深入分析

近年来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于全面理解和解决财政供养人员的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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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若仅考虑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人员经费的比重,则为37.5%。人员

经费包括基本工资、福利补贴、离休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等。
《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4号)提出“确保5年内乡镇机构编

制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只减不增”;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中,李克强总理提出“本届政府内,财政

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并在当年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要求“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

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山西省委自2020年起在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

革试点,安徽、湖南、青海等多省也陆续开展了精简供养人员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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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多份官方统计数据,填补了2009年以后财政

供养人员数据和分析的空白,旨在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精准的实证基础。
早期研究普遍认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冗余,精简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仍存在

较大空间(Burns,2003;赵树凯,2005;袁飞等,2008)。公共部门人员规模与经济增长存

在“倒U”形的关系,过大规模的公共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还可能对私人部门就业产生

挤出效应(Baerlocher,2022;Caponi,2017);我国庞大的供养人员规模在加重财政负担

的同时,尚未与国家能力提升形成良性互动(贾俊雪等,2013;LiandMa,2015;江胜名,

2016)。也有研究认为,我国的供养人员并非绝对规模的过大,而是结构不合理带来的过

剩(朱光磊和张东波,2003;孙涛,2008;李帆和樊轶侠,2017)。
从结构上看,程文浩和卢大鹏(2010)指出,2006年以前我国财政供养规模增长并非

源于公职人员的增加,而是来自离退休人员的上升。长期以来,机构改革重点关注严控

编制,大量调研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编制内外岗位转换实现“裁员”,导致编外人员规模未

得到有效控制(Burns,2003;吕芳,2015;张丽芬等,2021;王锦花等,2022)。①同时,机构

改革还呈现出“上紧下松”的特征,供养人员主要集中在县乡两级,往往占全省或全市全

部供养人员的七到八成(Ang,2011;赵树凯,2005;陈欣等,2018)。此外,从区域分布看,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就业往往系统性偏高(Rodrik,2000;范子英和张军,2010;

KessingandStrozzi,2017);我国人口小县供养人员普遍失衡,且主要依靠转移支付供养

(山西省委编办,2022;欧甸丘等,2023)。
现有研究是认识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问题的重要起点,但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

尚难以系统、全面地揭示近年来规模的变化趋势及其具体分布。为此,本文在已有文献

基础上对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进行估算,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与透明度,估算遵循以下核

心原则:首先,严格采用官方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基础,并完整披露计算步骤,
保障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和结果的可验证性;其次,确保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尽量

避免统计口径的调整对趋势分析造成的偏差;最后,当统计数据存在间断或缺失时,采用

合理的插值方法,以保持时序分析的连续平滑和分析的完整性。
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1)在总体规模上,近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仍呈上升

趋势,2020年达到6846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4年的4.01%提高到

2020年的4.85%,在职供养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到5.54%。(2)在内部结构上,财
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增长主要源于离退休人员与编外人员的数量增加,并且层级上聚集于

基层政府。(3)在空间分布上,不同地区财政供养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呈现出显著的

异质性,表现为人口净流出地区占比偏高,而人口净流入地区配比紧张,这种空间错配现

象凸显出财政供养人员的改革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特点。
本文有以下两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基于多个来源的官方统计数据,厘清了我国财

政供养人员的具体口径,形成了一份较为可靠、定义清晰和估算透明的统计资料,填补了

现有文献中该基础数据的空白,也为学术研究与政策讨论提供了基本的特征事实;第二,

① 本文中“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分别指是否具有“人员编制”的就业人员,“人员编制”即机构编制管理机关

核定的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数额和领导职数,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大类,一经机构编制部门核定,不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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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与政策讨论主要聚焦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总量规模,本文通过细分内部结构和分

布特征,揭示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增长的具体来源,以及潜在的供养人员空间配置不均

衡现象,为政策设计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改革参考。

二、估算的口径和数据

明确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与统计口径是开展估算的必要前提,现有文献对于财政供

养人员范畴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本部分将首先对已有文献中度量财政供养人员的口

径、定义及其数据来源进行相应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本文估算的数据来源。

(一)已有研究的口径定义与数据来源

中央编办政策法规司组织编写的《机构编制工作用语释义》中定义:财政供养人员在

狭义上指“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和编内离退休人员”;广义上则指“工资福利

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范围的人员”,即除狭义定义中的人员外,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临时

聘用的人员,以及其他由公共财政支付工资福利的人员。现有文献当中较多采用广义口

径,即关注人员工资是否由财政来支付,而不区分是否具有编制(如,程文浩和卢大鹏,

2010;方红生和张军,2014)。也有文献提出了不同的口径,如认为我国早期的财政供养

人员还包括相当数目的国有企业职工(袁飞等,2008);或是将单位自收自支人员也纳入

供养人员规模的考量,强调人员的工作单位是否是公共部门,而不关注收入来源是否为财

政支付(张光,2008)。
附表A1① 梳理了涉及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数据的主流文献,发现相关研究数据来源和

口径集中为两类:一类是财政部2009年以前公布的统计资料,包括《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和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分别列示了省级和县级层面的财政预算拨款开支人数,该口径

强调人员经费的来源,与广义口径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一致。然而,由于数据时段的限制,相
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分析早期情况,难以反映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新

特征,制约了对当前政策制定的现实参考价值。另一类研究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城镇就业人员作为财政供养人员的代理变量。尽管该数

据可持续更新至2023年,但统计口径主要为机关单位人员,远窄于实际财政供养人员,不适

宜在总量上反映财政供养人员的整体规模和特征。以2009年为例,当年财政部《地方财政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地方财政供养人员共5392.6万人,而《中国统计年鉴》当中相应的就

业人数仅为1394.3万人,两者相差近四倍。现有供养人员的直接统计数据在时间或口

径上存在的局限,凸显了对2009年以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进行估算的必要性。

(二)本文的数据选择

为了估算近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本文搜集了各类官方统计资料中的相关指

标,并梳理其定义的范围,表1简略说明了本文估算中主要利用的变量口径与数据来源,

① 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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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中包含了详细的原始数据。本文从结构上对供养人员进行拆分并逐一估算,具体

来说,本文将财政供养人员区分为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两类,在职人员内部又进一步

拆分为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①

表1 本文涉及的变量口径与来源

数据来源 变量 时间段 数据口径

《中国会计

年鉴》

编制数 2000—2018
全国预算单位中经政府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的人员编

制数。

编内在职人员数 2000—2018
全国预算单位中由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

支基本工资的编内实有在职人员人数。

编外在职人员数 2004—2018

全国预算单位中由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

支基本工资的工人、编外长聘人员、遗属等人数之

和,不包含临时工。

经费自理人数 2008—2018

全国预算单位中用政府性基金、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以及其他非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支基本

工资或离退休费的人员人数。

离退休人员数 2000—2018
全国预算单位中由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

支离退休费的人员人数。

地方职工人数 2001—2020
地方预 算 单 位 中 编 内 在 职 人 员 和 离 退 休 人 员 的

总数。

地方财政负担人数 2000—2013
地方预算单位中由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

支基本工资或养老金的人员总数。

《中国人口和

就业统计年鉴》

机关事业单位

就业人数
2007—2020

城镇单位(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中所有

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城镇就业人员数之和,不包含

离退休人员数。

《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

机关事业单位参保

离退休人员数
1999—2020

历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末参

保人数。

人口普查 公共部门就业人数 2010、202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就业人数。

本文估算的关键数据来源是财政部《中国会计年鉴》中披露的全国预算单位“机构及

人员情况表”,目前尚未发现有文献对此进行整理,其涵盖范围为2000—2018年。以

2018年的数据为例,机构人员情况表中的汇编范围为全国73.41万户预算单位,包括编

内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其他人员和遗属人员。其中,编内在职人员中,又可以进行行

政机关与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与经费自理的区分;其他人员指工人和长聘人员,与遗属共

同构成编外人员,其他人员在2011—2013年存在数据缺失,本文对其进行了均值插补。②

①
②

本文所述的“在职人员”,均指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
长聘人员,指机关事业单位以合同制方式长期聘用的编外人员。本文对其他人员2011—2013年的缺失进行

均值插补的原因在于:该变量2011—2013年前后增长较为线性(如附图A1所示),并且在总体供养人员中占比相对

较小,以2014年为例,当年其他人员为201万人,而全部财政供养人员估算值为6165万人,大约占比3%,对其进行

均值插补对整体分析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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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年鉴》中报告的财政供养离退休人员,并不等同于我国全部的编内离退休

人员,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的养老金经历了由财政转向养老保险承

担的过程。自1994年起,多地陆续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12),直至2015年改革正式在全国铺开,并到2024年正式完成

过渡,所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会

计年鉴》中的财政供养离退休人员规模在2015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中的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在2015年后陡增。为了

保持改革前后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统一和数据平滑,本文对离退休人员的估算使用了财

政供养离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参保人员之和。①

一般而言,截止于2009年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被视作研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

模最可靠的重要官方依据。为更加明晰本文核心使用的《中国会计年鉴》数据的口径与

可靠性,附录Ⅱ将这两份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在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下,二者高度

吻合,保持了口径的一致与数值的连续。②在此基础上,本文相比《地方财政统计资料》的
统计口径,进一步补充了中央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以更加完整地揭示我国财政供养人

员的总体规模。

此外,本文还利用《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作为在

职人员数据的补充,其口径并未区分人员是否为财政供养,可能包含了机关事业单位自

收自支的就业人员。2019年后,我们利用该变量增长速度对其他口径的在职人员缺失数

据进行线性外推。另外,本文还使用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20年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中的就业行业信息,以考察供养人员在地区层面的分布情况。

三、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

本部分对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进行了估算。具体地,我们将区分在职人员和离

退休人员分别进行估计,并基于其中在职人员范围的不同,构成中间、最小、最大三个口

径的估算:第一,中间口径,作为本文核心估算结果,在职人员口径为《中国会计年鉴》中
的编内与编外在职人员之和;第二,最小口径,根据《机构编制工作用语释义》的狭义定

义,我们剔除了中间口径中的编外人员,仅用《中国会计年鉴》中的编内在职人员度量在

职人员规模;第三,最大口径,我们以所有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人员数量衡量在职人员

规模,这个口径不但包含了编内、编外人员,还存在自收自支机关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离退休人员规模的估计策略如上部分所述,

为《中国会计年鉴》财政供养离退休人员数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机关事业单位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参保人员数之和。表2具体展示了三个口径中规模差异的来

①

②

由于《中国会计年鉴》的离退休人员数据截至2018年,因此我们使用了2015—2018年总离退休人员的平均

增长率将其估算外推至2020年。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离退休人员估算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会计年鉴》在“地方预算单位统计表”中对于地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统计,与本文主要利用的“机构及

人员情况表”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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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各口径在离退休人员的规模上并不存在差异。本文的估算如式(1)所示:
财政供养人员(最大口径)= 在职人员 + 离退休人员

= (经费自理在职人员+财政供养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 (1)

= (经费自理在职人员+财政供养编外在职人员+财政供养编内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
􀮩 􀮫􀮪􀪁􀪁􀪁􀪁􀪁􀪁􀪁 􀪁􀪁􀪁􀪁􀪁􀪁􀪁

最小口径􀮩 􀮫􀮪􀪁􀪁􀪁􀪁􀪁􀪁􀪁􀪁􀪁􀪁􀪁 􀪁􀪁􀪁􀪁􀪁􀪁􀪁􀪁􀪁􀪁􀪁
中间口径

。

表2 本文财政供养人员的三个测算口径

在职人员

财政供养的编内人员 财政供养的编外人员 其他政府工作人员

财政供养的

离退休人员

最大口径 √ √ √ √

中间口径 √ √ √

最小口径 √ √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估算结果如图1和表3所示。从绝对数量来看,各个口径

的数据都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仍呈现上升趋势,2004年到2020年间,以中

间口径度量的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从5212万人增加到6846万人。①尽管2013年政府机

构改革后,财政供养人员增速有所放缓,但就其“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目标而言,我国财

图1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测算

① 本文对财政供养人员的估算结果可以由全国住房公积金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缴人数得到验证,该口径包

含了经费自理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不包含离退休人员和部分编外供养人员(编外供养人员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因地

而异)。如果本文的估算准确,住房公积金机关事业单位实缴人数应当落在以下区间内:(编内供养人员+经费自理

单位人员,编内供养人员+编外供养人员+经费自理单位人员)。以2016年为例,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16年年度

报告》,当年全国共有住房公积金机关事业单位实缴人数4213万人,落在本文计算的区间(3956,4330)内,验证了

本文估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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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供养人员的上升趋势仍未被彻底抑制。从相对规模上看,2020年我国以财政供养人员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衡量的“供养率”已上升到4.85%,即平均而言,每百人中有近5人为

财政供养人员;其中,在职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从5.04%上升到5.54%,意味着越

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

表3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测算结果

年份
财政供养人员

(万人)

最小口径测算值

(万人)

最大口径测算值

(万人)

供养人员占总人口

比重(%)

在职人员占就业人口

比重(%)

2004 5212 4998 4.01 5.04

2005 5328 5077 4.07 5.06

2006 5437 5184 4.14 5.08

2007 5540 5298 5700 4.19 5.10

2008 5623 5401 5837 4.23 5.11

2009 5803 5559 5970 4.35 5.20

2010 5929 5679 6171 4.42 5.24

2011 6040 5772 6361 4.48 5.30

2012 6165 5876 6562 4.54 5.37

2013 6165 5868 6621 4.51 5.30

2014 6165 5855 6771 4.48 5.21

2015 6200 5851 6850 4.48 5.21

2016 6356 5983 7054 4.57 5.20

2017 6512 6099 7237 4.65 5.23

2018 6471 6030 7200 4.60 5.26

2019 6708 6251 7461 4.76 5.47

2020 6846 6385 7606 4.85 5.54

  注:最后两列中“供养人员”和“在职人员”指中间口径的测算结果,中国总人口与就业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四、供养人员结构与分布的特征事实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持续上涨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结构的差异。为了厘清财政供

养人员扩张的具体来源,本部分进一步将财政供养人员从在职状态、编制内外、层级结构

三方面细分进行讨论,并从空间分布上关注财政供养人员与常住人口规模分布的匹

配性。

(一)在职状态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规模上升很大程度上来自离退休人员的增

加。如图2中折线所示,2020年,我国供养人员中近四成并非在职人员,离退休人数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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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1468万人增长到2687万人。离退休人员在财政供养人员中比重的上升与我

国整体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机关

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规模不断膨胀,给公共财政带来的压力日益加重。

图2 2004—2020年财政供养人员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变化

2015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逐步将离退休人员的供养负担转向养老保

险体系,缓解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不同退休养老金制度的“双轨制”带来

的财政压力与社会矛盾。为保持与改革前测算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核心关注机关事业单

位离退休人员规模的变化,避免因养老方式转变导致测算口径发生偏移。虽然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机关事业单位对于离退休人员的供养负担,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除了转

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制成本之外,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缴费以及随改革引入的第二支

柱职业年金缴费,给财政带来了新的支付压力。从养老金支出的角度看,2022年我国机

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平均退休工资约5927元,远高于企业离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

2995元①。同时,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占比高(见附录Ⅲ),因此有必要

持续关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与精算可持续性。

(二)编制内外

编制将行政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区分为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图3的折线展示了

2004—2018年间我国财政供养的编内人员数量,其趋势与控编减编密切相关,2013年新

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严控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总量,要求在总量控制下有所减少,这使

得2013年后编内人员明显缩减。但与此同时,机关事业单位在核定编制外自行聘用的

① 根据202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算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离退休人员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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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不断上升,2004年我国215万编外在职财政供养人员,到2018年已经膨胀到

442万,增幅超过一倍。图3中可见,我国财政供养的编外人员中,遗属规模相对稳定,而
工人与长聘人员在大幅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和2013年两次政府机构改革后,其增速

明显加快。

图3 2004—2018年财政供养在职人员中编制内外的人数

目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主要通过签订合同、劳务派遣和人事代理等方

式聘用,虽不占用编制,但实际由财政供养,编外人员膨胀同样会加重地方财政支出压

力。机构改革事实上仅有效控制了编内人员规模,加剧了编外人员的膨胀,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强化社会矛盾。以辅助人员为例,相比于编内人员而言,其岗位层级和工资收

入相对较低,并且没有编制下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因此在依法行政和服务便民等方面

往往有所局限,不利于机关事业单位更好地履行职能、提高服务能力。

(三)层级结构

进一步,从纵向上看,我国供养人员庞大的规模主要来自基层区县组织。附图A2展

示了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统计的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级次分布情况,当年我国

5143万名地方财政供养人员中,省级与地级供养人员共1764万人,余下的三分之二的

财政供养人员都服务于县和县以下的行政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的重心在基层。
更具体地,以我国财政和税务系统为例,这两个系统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其政治架构相对独立完整,设置“中央—省—市—县区—乡镇”五级机构,相应

供养各个层级的任职人员。2019年,全国财政系统职工44.4万人,除去财政部4265人,
在地方的44万财政系统供养人员中,省、地、县财政局分别占比为5%、16%和79%;同
年,全国税务系统共有在职人员72万人,其中国家税务总局1536人,税务局系统的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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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中,省、地、县税务局人数分别占比为4%、24%和72%(附图A3)。① 由此可见,相比

2009年,我国省、地、县级供养人员分布更加呈现出金字塔状,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各级地

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明晰权责边界,减轻基层政府在履职过程中由于人员编制不足

带来的编外扩张压力。

(四)空间分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和产业的布局不断变迁,财政供养人员在空间上出

现了局部地区编制相对紧缺与少数地区人浮于事并存的错配现象。本小节利用第七次人

口普查中的就业行业信息,将公共部门就业人员作为财政供养人员测算值的代理变量,并
以其占地区常住人口的比例代理地区的供养率②。研究发现,供养率在总体偏高并持续上

升的同时,其空间分布实际存在较大差异,地级市供养率呈现出明显“西高东低”的不平衡特

征(图4)。

图4 2020年各地区地级市供养率均值与标准误

值得关注的是,供养率的空间分布差异与当地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一方

面,供养率在地区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与我国人口规模的“东多西少”分布

相反,图5(a)的分仓散点图展示了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地级市财政供养人员占总

人口比例与人口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人口越少的地区,供养率越高,
而在人口较多的地区,财政供养负担反而相对较轻。“官”与“民”在不同地区并未形成

相对同比变化的关系。供养率的失衡在人口小县尤为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曾指

出西部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仅有3.02万人,但有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官民比”
达到了1∶5。③附录Ⅳ通过各地级市供养人员和人口在全国的占比的相关关系进一步阐

释了该结论。

①
②

③

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度报告》。
公共部门就业数据来源于人口普查中就业行业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人员数量,如前文指出,

该数据口径较小,难以从绝对规模上反映财政供养人员的整体特征,但作为用于比较相对规模的指标,可以反映不同时

间和地区分布上的差异,因此本小节中将其作为财政供养人员(测算值)的代理变量。
见202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的提案《优化县级行政区划,推进经济一体化发

展》和杨杰(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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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a) 财政供养率与人口规模      图5(b) 财政供养率变化与人口规模变化

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可能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图5(b)展示了2010年和2020年两

次人口普查中,地级市供养率变化与人口变化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尽管各地的供养率普

遍呈上升趋势,但在人口净流入的地区,供养率的上升速度较为缓慢;而在人口净流出的

地区,供养率则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飙升。
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可能原因在于,我国各地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约束十分刚性,

且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存在较强的惯性,造成了财政供养人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相对

固定。附图A4展示了2001—2013年《中国会计年鉴》中各省当年与上一年的财政负担

人员数量关系,其分布围绕在45度线附近,即各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存在较强的

“路径依赖”,没有较大的调整①;而相比之下,不平衡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快速的、大规模

的跨地区人口流动。这种“路径依赖”反映了现实管理中的实际困难———供养人员规模

迟缓僵滞的调整,难以跟上地区快速变化的人口情况,导致人口净流入区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人员编制紧缺;而人口净流出区则政府供养人员过剩、大量就业在公共部门囤

积。同时,在控编减编的约束之下,各地编制严格收紧,这又造成了人口流入地不得不扩

张编外人员规模,来应对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上升。
财政供养率的空间分布不均还可能与其他因素相关。譬如,中国西部地区山区和高

原地区占比较大,地广人稀,而在政府管理的刚性需求下,财政供养人员占比相对更高;
并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财政和政策支持,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在西部地区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重要的就业部门。然而,在控制了地区的人口密度、转移支付等因素

后,供养率与流动人口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稳健。因此,财政供养人员的改革要充分

考虑地区间的不平衡问题,避免“忙闲不均”。对于人口持续输入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区

域,财政供养人员的分配与考核应以人均指标为依据,提高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的匹配

效率;对于人口流出和人口密度较低地区,应从总量上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

① 与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估算方法一致,各省在财政负担人数的基础上,需要补充参与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参保人数,本文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历年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参保

人数,乘以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参保人数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占比,作为各省机关事业单位的

离退休参保人数估计值。我们在附录Ⅳ中补充了使用地方“职工人数”替换“财政负担人数”进行的估计,该数据口径

仅包括编内的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但时段上可以更新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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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建议与未来拓展

当前,政府机构改革持续深化的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需求仍显不足,
财政“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需求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降低行政运

行成本、更好节用裕民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必须严格控制人员经费支出,更要防止走向

“吃饭财政”的局面,本文提出了三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关注供养人员结构,注重编制管理动态调整。对不同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员管

理不宜采取简单的数量严控政策,应当考虑本地常住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地方财政

的承受能力,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同时,也要稳妥有序规范编外人员管理和保

障,防止编制规模不断压缩而人员经费支出却不断上升的“人减费增”现象。
第二,重视编内离退休人员管理问题。当前,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为机

关事业单位不同人员提供了前后三年的弹性调整区间,为内部灵活安排创造了条件。因

此,应适当鼓励和激励具备继续工作能力的人员自愿推迟退休,特别是延长核心岗位和

高学历人才的职业生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长期优势。此外,还应重视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的精算平衡,确保财政供养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第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适度精简机构设置。在合理控制供养人员规模的基础上,

更应关注政府执行管理能力的提升,降低行政管理的人力成本,避免因低效重复的人力

劳动而导致的人员膨胀。更为重要的是,合理调整政府结构,优化财政资源的配置,一方

面,适当精简行政层级,合理调整优化行政区划,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简

化机构设置,适当统筹精干人口小县行政事业单位,减少重叠的行政管理,减轻财政

负担。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有待未来研究做进一步的拓展。其一,

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未能提供更细颗粒度的测算结果,我们期待未来有更为详细可靠

的估算数据来源,能够在本文的框架下细化估算的层级;其二,本文重在提供一套估算的

结果,未能在历史或国际视野中进行规模比较(如,程文浩和卢大鹏(2010)的工作),期待

未来的研究能在国内外新形式之下对当前政府规模的比较有所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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